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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時代的社會運動、媒體， 
和資訊政治：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驗 
 

李立峯* 

摘要 

新聞媒體如何報導社會運動向來備受社運和傳播研究者的關注，

而在數碼媒體環境下，假新聞和謠言廣泛傳播，也是社會運動需要面

對的問題。本文以此為焦點，探究 2019 年下半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

的資訊政治。本文建構一個以政治平行、規範解控，以及公共資訊傳

播私密化三個概念組成的分析框架，然後通過對主流新聞媒體報導的

內容分析、個別個案中訊息傳播過程的重構，以及調查研究數據分

析，展示政治立場對媒體報導的影響及這影響的界限、謠言或假新聞

如何通過忽視公共傳播規範的政治精英得以在主流媒體上出現、謠言

和假新聞如何在新媒體平台之間持續流傳，以及政治態度和不同傳播

渠道對個人認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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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James Carey（1989）曾說，「現實是稀有資源，最根本的權力就

是去定義、分配，和展示這種資源的權力（p. 87）」。在大眾媒體時

代，公共傳播由少量傳媒機構主導，定義現實的權力掌握在少數人和

機構手中。但在過去 30 年，數碼科技發展令媒體和頻道井噴，社會

和政治組織可以繞過大眾媒體直接跟受眾溝通，網絡另類媒體和自媒

體等湧現，令媒體生態更為複雜，一般民眾在傳播過程中的角色亦從

資訊接收者轉變為生產者和發布者。整體上，定義、分配，和展示現

實的權力較以前分散。不過，數碼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也帶來網絡巴爾

干化（cyberbalkanization）、迴音廊（echo chamber），和假新聞等問

題（Sunstein, 2017; Waisbord, 2018），以致近年「後真相（post-

truth）」之說冒起，現實的呈現不再稀有，但掌握真實卻變得更為困

難。 

在社會運動研究裡，學者長期關注媒體如何呈現抗爭運動。早年

的研究集中注視主流新聞媒體在報導集體行動時的選擇偏向及描述偏

向（Chan & Lee, 1984; McCarthy, McPhail, & Smith, 1996; Oliver & 

Maney, 2000）。隨著數碼媒體興起，大量研究集中在新媒體如何促進

新的抗爭動員及行動模式（Bennett & Segerberg, 2013; Dolata & 

Schrapee, 2016; Earl & Kimport, 2011; Kavada, 2016; LeFebvre & 

Armstrong, 2018），對新媒體環境和後真相時代下，社會運動如何面

對各種謠言或假新聞的問題，反而著墨不多。但無論如何，現實的建

構和傳播會影響民眾對社會運動的觀感，引導運動參與者的態度和策

略選擇，以及限制政權的應對手法。因此，社運和政權都會著力傳送

對自己有利的資訊和推廣自己對現實的詮釋，甚至利用假新聞和謠言

來促進自己的目標。這種爭奪現實定義權的資訊政治，是社會運動動

態發展的重要一環（Rone, 2019）。 

2019 年，香港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以反對香港特

區政府修改逃犯條例為出發點，運動演變成一場逾半年而不息，以徹

查警暴和民主改革為主要訴求的「反威權運動」（Lee, Yuen, Tang, & 

Cheng, 2019），運動涉及大量事件，支持和反對運動的媒體和市民，

對各事件往往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同時，隨著民眾對警方及政府的不

信任達至前所未見的高度，媒體領域流傳著不少縱非毫無根據但也難



後真相時代的社會運動、媒體，和資訊政治：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驗 5 

以證實的謠言；持強烈意見的市民甚至對某些基本事實也缺乏共識。

這種狀態是如何出現的呢？新聞媒體如何建構關於這場運動的現實？

新媒體如何助長假新聞和謠言的生成和傳播？傳播行為與人們對現實

的認知有什麼關係？ 

本文嘗試探討這些問題。筆者的觀點是，媒體的高度政治平行加

上傳統公共傳播規範的失效，為謠言和假新聞的流通提供了基礎。同

時，公共資訊傳播的私密化，強化了謠言和假新聞的影響。在這過程

中，被犠牲的不是（從不存在的）單一真相，而是追求和重視真相的

價值和文化。 

本文是一篇綜觀性的文章，回顧及整合作者對反修例運動進行研

究時所得的一些數據資料和一般觀察，為反修例運動中的一些重要傳

播現象做分析和討論，它並非典型的單一研究報告。結構方面，下文

將先通過回顧文獻而闡釋一些概念。之後，筆者會再簡介反修例運動

和香港的媒體生態。文章的經驗分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分析

媒體內容，展現傳媒報導加上網絡資訊傳播，如何建構關於抗爭事件

的平行時空。第二部分通過分析調查研究數據，展示香港市民對抗爭

事件的認知，以及政治態度和傳播行為與這些認知的關係。 

 

貳、社會運動、媒體轉變，和後真相的冒起 

社會運動源於人們嘗試通過非制度化的途徑推動政策或社會文化

轉變。社會運動要達至成果，民意支持是一個重要條件（Giugni, 

2004），而社運要爭取民意支持，傳統上就不能忽視新聞媒體。不

過，Gamson & Wolfsfeld（1993）指出，社運和傳媒機構之間的關係

並不平等。在大眾媒體主導的年代，社會運動需要通過主流新聞媒體

的報導來協助動員、確立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把其他利害關係

人（stakeholders）帶到爭議之中。反過來，世界上每天都有數之不盡

的事情發生，除非社運的行動或議程具新聞價值，媒體其實無必要報

導社會運動。社運依賴媒體，多於媒體依賴社運。進一步說，社會運

動常常要面對一個兩難：要吸引媒體注意，往往要做出較為激烈或者

嘩眾取寵的行動，但這樣做卻可能使媒體報導集中在社運的「奇異」

之處，忽略其背景及訴求（Bennett et al., 2004）。 

事實上，學者對傳媒如何報導社運素有批評。其中，陳韜文與李



6 中華傳播學刊．第三十七期．2020.06 

金銓對「抗爭範式（protest paradigm）」的分析，是該領域的經典之

一（Chan & Lee, 1984）。兩位作者從批判政治經濟學出發，指出社

會運動往往挑戰由建制主導的「現存狀態（status quo）」，但主流媒

體深嵌於權力架構之中，因著擁有權、對廣告收入的依賴，以及來自

建制的消息來源之影響等，新聞機構不自覺地協助權力擁有者進行社

會控制，所以亦會傾向負面地報導社會運動，包括把運動的組織者和

參與者描述成不理性和行為怪異的人士、聚焦在激烈行動和衝突之

上，和偏向報導政權的觀點。整體上，就是使社會運動顯得缺乏理據

和合法性，兩位作者把這種報導模式稱為「抗爭範式」。 

後 來 不 少 研 究 印 證 過 陳 李 二 人 的 觀 點 （ Boyle, McLeod, & 

Armstrong, 2012; McLeod & Hertog, 1998）。不過，在世界各地，社會

運動從 70 年代至 90 年代經歷了常態化的過程，Meyer & Tarrow

（1998）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社運社會（movement society），

社會運動越來越常見，亦越來越被接納為表達意見及爭取訴求的一種

合法手段。李立峯與陳韜文（2013）亦借用過社運社會的概念來描述

2003 年至 2013 年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在這背景下，新聞媒體對社

會運動和抗爭行動的報導也變得更多樣化，媒體報導屬正面抑或負

面，會因應議題、組織者、行動模式等而異（Amenta & Elliott, 2017; 

Kilgo & Harlow, 2019）。同時，傳媒在報導意識形態相近的社會運動

時會較為正面（Kim & Shahin, 2019; Lee, 2014; Scacco & Weaver, 

2013）。換句話說，從近十年的研究看，新聞媒體在報導社會運動

時，較少出現一面倒的負面報導；更常見的是，不同媒體之間的差異

反映著媒體系統的政治平行（media political parallelism）。 

高 度 的 媒 體 政 治 平 行 是 後 真 相 時 代 的 特 徵 之 一 。 Waisbord

（2018）認為，西方民主社會在二次大戰後數十年間，在政治問題上

存在基本共識，各種制度和專家系統得到民眾信任，專業媒體擔當公

共資訊流通的守門人，這些條件令社會較容易確認公共事務中的「真

相」。後真相時代的來臨，首先源自這些條件的消失，包括政治兩極

化取代了原有的共識。在現實中，所謂假新聞，除了是為欺騙民眾而

刻意製造的虛假資訊外（Tandoc, Lim, & Ling, 2018），很多時候是一

些具備高度政黨偏向的訊息。Mourao & Robertson（2019）分析了 50

個在美國被公認為經常發放具誤導性資訊的網站的內容。他們發現，

那些網站的內容很多時候並沒有包含明顯且能被否證的虛假資訊，較



後真相時代的社會運動、媒體，和資訊政治：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驗 7 

常見的是感官主義和具強烈政黨偏向的內容。兩位作者認為假新聞現

象可以被理解為「具高度政黨偏向的新聞，甚至是一種另類新聞」

（p. 2091）。 

不過，媒體政治平行不是後真相時代的充分條件。畢竟，媒體政

治平行這個現象和概念由來已久（Hallin & Mancini, 2004; Seymore-

Ure, 1974）。而且，不同立場的媒體對現實的詮釋不盡相同，不一定

是壞事。以上述的抗爭範式研究為例，主流媒體一致把社會運動描述

成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不等於傳媒在反映真實。相反，不同立場

的媒體機構對社會運動有不同觀點，可以是一種多元化的體現。問題

是，媒體的政治傾向會否受到其他因素的約制？媒體再現的差異會否

在程度和形式上有所規限？ 

在這裡，新聞專業主義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雖然不少學者已經頗

為全面地批評過客觀中立等傳統新聞理念和實踐（Glasser, 1992; 

Tuchman, 1978），但歸根究柢，專業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新聞工作

者應該在不受政治及經濟權力影響下，追尋真相和服務公眾。因此，

在特定歷史場景中，專業主義仍然是抗拒政治干預的武器（Lee, 

2001）。例如在香港，新聞媒體在回歸後要面向一個一元的權力架

構，新聞自由受到衝擊，自我審查越見嚴重，甚至有結構化的傾向

（區家麟，2017）。不過，身處前線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大都信奉自由

主義新聞觀，會不時運用各種方法盡量抵抗或規避政治審查（區家

麟，2017；Lee & Chan, 2009）。再者，香港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

社會，政權和主流媒體難以全面封鎖訊息，媒體亦難以毫無節制地扭

曲現實。 

放到對社會運動的報導上，筆者數年前指出，香港傳媒在雨傘運

動期間是一個局部審查下的公眾屏幕（Lee & Chan, 2018）。主流媒

體對雨傘運動的報導在整體上傾向負面，但媒體運作的複雜性、前線

新聞工作者的局部自主，加上直播科技和新媒體平台的配合，使主流

傳媒在幾個關鍵時刻仍然成為向公眾展現真實的屏幕。 

所以，比政治平行更直接導致假新聞泛濫的，是公共領域中原有

規範的失效。這裡，Roudakova（2017）對俄羅斯新聞媒體演變的分

析，有值得借鏡的地方。她指出，俄國媒體在共產主義政府倒台之

後，曾經一度獲取了更大的自由，但其後商業力量及新威權主義政治

開始侵蝕媒體，不少新聞工作者失去了對專業價值的堅持，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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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現了「意識形態解控（ideological disinhibition）」──本文稱為

規範解控（normative disinhibition）──的現象，即是說政治人物和

媒體越來越不受原有的公共傳播規範的約制，公眾在失控的傳播內容

和行為面前感到無力，對什麼是真實也越來越不在意。 

在 Roudakova（2017）的論說中，真相是一種價值和文化，多於

是一種被切實地掌握著的東西。她指出，追求真相的文化包括六個相

關價值，分別是追求準確、信守自己所說的話、誠意待人、對事物抱

持嚴謹的態度、願意反思和修正錯誤，以及具備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

勇氣。追求真相是一個由這些價值規範所主導的過程。從這角度出

發，後真相時代的特徵不是人們沒有掌握真相（因為人們從來都很難

說已經掌握著真相），也不是有多重對真相或現實的詮釋同時存在

（因為這可以是多元社會的正常狀態），而是真相文化的弱化甚至消

失，公共傳播不再以逹致真相為目標，公共輿論失去了自我更正和完

善的能力。同樣地，當我們要評判傳播行為和內容時，我們需要關注

的不只是內容是否真確，而是傳播行為和內容是否受到真相文化制

約。 

為什麼當代社會會有真相文化弱化和規範解控的情況？這裡固然

有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政治局勢和政治精英的策略。之前提及的

Waisbord（2018）的分析，認為美國社會中政治共識的消解是後真相

時代冒起的根源之一；Roudakova（2017）對俄羅斯的分析，也指向

新威權主義冒起的作用。香港有其獨特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雖然香港

從來不是一個全面民主的社會，但政治人物向來在很大程度上要服膺

於公共理性。社會學者谷淑美在上世紀末的說法，是香港的公共領域

中有一種公信力的政治（Ku, 1997），政治人物需要通過「合理」的

言論和行徑來維護公眾的信任。但在過去十年左右，中國以及香港政

府的治港方式有所轉變，公信力的政治也有消解的跡象。不少評論者

指出，政府越來越不在乎以事實、理據，和常識作為基礎，通過輿論

去爭取廣大民意支持（見梁文道，2019 年 12 月 29 日），政府只通過

鞏固既有支持者以及運用實權去推行自己屬意的政策，結果不停製造

一些令人感到荒謬的行徑（見馬嶽，2019 年 6 月 9 日）。 

不過，分析中國和香港的統治方略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對本文而

言，更加重要的是傳播環境轉變如何使規範解控惡化。我們可以把新

媒體科技在這方面的影響粗略地歸納為互相扣連的三點。首先，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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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者的守門人角色被削弱，這一方面是網絡頻道井噴的直接結

果。同時，新聞工作者被急速的網絡傳播圍繞著，未必能夠花同樣的

精力和時間進行採訪和查證工作（Kovach & Rosenstiel, 1999）；新聞

機構對流量和網絡數據的重視，也可能影響到新聞機構以至新聞工作

者的價值判斷（Carlson, 2018）。這些發展不單導致錯誤訊息更容易

被傳播，也帶來訊息聳動化、碎片化，和去脈絡化的問題。 

第二，網絡傳播在整體上由分眾邏輯所主導。正如 Bennett & 

Iyengar（2008）指出，在頻道井噴的網絡世界中運作時，媒體需要尋

找屬於自己的「小眾（niche）」。對主打新聞和政治資訊的媒體而

言，尋找和鞏固小眾的一種主要方法，就是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表達

獨特而清晰的立場，所以，傳播科技的發展跟意見媒體（opinionated 

media）的興起密不可分。另外，社交媒體進一步強化小眾分化的趨

勢，如 Gerbaudo（2018）指出，在社交媒體上，哪怕是最極端的觀

點，也可以找到一定數量的支持者。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們通過

社交媒體而接觸到的他人，傾向以同觀點者居多。總括而言，就是當

代媒體生態容易造就迴音廊的出現（Jamieson & Cappella, 2008; 

Sunstein, 2017）。 

第三，比起傳統媒體，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傳播有私密化的趨向。

這部分跟剛提到的網絡迴音廊現象有關。更基本的是，取決於平台設

置，很多社交媒體是公共和私人領域的混合物。以 Facebook 為例，

人們通過自己帳戶分享的內容，可以是關於個人生活的東西，也可以

是具公共性的資訊，人們可以設定內容只讓「朋友」看見，也可以讓

所有 Facebook 用戶都有機會看見和傳閱。這種特徵使平台上公和私

之間的分界變得模糊（Ford, 2011; West, Lewis, & Currie, 2009），因

此，公共領域中的規範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麼情況下適用於社交媒

體，也變得模糊。 

相比 Facebook 或 Twitter，人們通過如 WhatsApp、Line 等通訊程

式進行訊息傳播和溝通時，私密化的情況就更為明顯。在社交媒體

上，一個用戶的所有「朋友」都聚在一起，因此構成所謂「場景崩塌

（context collapse）」（boyd, 2002）。但在通訊程式中，一個人所身

處的不同社交圈子通常會構成不同的群組，個別群組因而規模更小、

更同質化、更建基於強人際關係（strong ties），當傳播行為被視為在

私人領域而非公共領域中進行，人們更可能輕視公共傳播的規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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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溝通的人之間的信任度高，而且意見相近時，質疑和問責亦很可

能較少出現。 

總括而言，以上的討論指出，在社會和媒體變遷過程中，媒體對

社會運動的呈現變得更為多樣化，亦更傾向展現出媒體的政治平行。

不過，媒體再現的多樣化和政治平行本身不代表後真相的崛起。若把

真相視為一種文化和價值，後真相時代的主要特徵是公共傳播規範的

解控。促成規範解控的原因有多方面，除了政治變遷外，新媒體科技

帶來的媒體生態轉變，減弱了新聞工作者的守門人角色，鼓勵媒體和

各種訊息發布者追逐分眾，並帶來傳播渠道的私密化。這些因素都使

得公共訊息的傳播越來越不服膺於傳統公共傳播的規範。 

如引言部分指出，本文關心的主旨是後真相時代下社會運動的資

訊政治，包括它如何被媒體報導，不同政治立場的報導如何展現其偏

向，各種謠言和假新聞如何出現，以及謠言和假新聞如何影響人們對

社運的認知及社運的動態發展。以上的討論建立了一個由政治平行、

規範解控，和公共資訊傳播私密化所構成的分析框架，通過香港反修

例運動的個案去回應這些問題。但進入分析之前，下一節會提供關於

反修例運動和香港媒體生態的背景。 

 

參、反修例運動的背景和香港的媒體生態 

2019 年 2 月，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修訂《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法例》（媒體簡稱為逃犯條例），容許香港當局把在中國大陸

或臺灣犯案的疑犯移送當地受審。表面上，修例緣起是港人陳同佳於

2018 年在臺灣犯下的殺人案，但基於對中國大陸法制的不信任，以及

害怕修改後的條例會被濫用作政治檢控，民主派、法律界，和香港市

民大都反對修例，向來支持政府的商界也有不少反對聲音。民間人權

陣線（民陣）在 3 月 31 日及 4 月 28 日舉行了兩次遊行，分別有 1 萬

3 千人及 13 萬人參加。5 月底，網絡上出現以中學為單位的反修例聯

署風潮，民主派在議會內的抗爭也激烈起來。不過，特區政府依然堅

持修例合理，並打算將條例於 6 月 12 日交往立法會二讀。6 月 9 日，

民陣舉行的大遊行有 100 萬人參加，破回歸以來記錄，這遊行亦被視

為反修例運動的正式開端。不過，政府仍不為所動。6 月 12 日，數以

萬計市民包圍立法會，阻止會議進行，並在下午與警方發生衝突。示

威者的持續行動使立法會會議一拖再拖。6 月 15 日，特首林鄭月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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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暫緩」修例。 

政府的決定未能平息民憤，一方面，市民擔心修例會捲土重來，

另一方面，6 月 12 日出現的警民衝突，已經把示威者的焦點部分地轉

移到警方行動和被捕人士可能需要面對的刑責之上。運動在沒有中心

領導的情況下，由民眾及各社會團體發起及協調各種集體行動，由 6

月到 12 月初半年間，大小行動數以百計，包括在各地區舉行的大型

遊行集會，各種規模較小的集會，在各區建立連儂牆以表達意見及作

宣傳，以遊客及外國媒體為主要對象的機場靜坐，仿效波羅的海國家

的人鏈行動，在商場合唱運動歌曲等。運動目標亦脫變成以處理警方

濫權以及民主改革為主的「五大訴求」（Lee et al., 2019）。1 

在行動模式多樣化之外，運動也出現了行動激進化的趨勢，示威

者與警方衝突時所使用的武力，由 6 月中的投擲磚塊演變至 8 月開始

出現的汽油彈和縱火，自 8 月底起，有示威者主動破壞港鐵站及一些

目標商戶。另一方面，警方使用的武力也不斷升級，除了頻密地使用

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外，2 香港警方在 8 月底首次使用水炮車驅散人

群。10 月 1 日，有警員在示威場地開實彈槍，使一名年輕示威者嚴重

受傷，差點喪命。 

反修例運動的激進化過程，部分跟社運研究中強調的武力升級循

環相似（Alimi, Bosi, & Demetriou, 2012; della Porta, 2018）。不過，較

獨特的情況是，在武力升級的同時，反修例運動維持了高度的內部團

結（Lee, 2020），不少香港市民亦對示威中出現的武力表示理解，香

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 9 月初及 10 月初進行的電話調

查，發現分別有 55% 和 59% 的市民，認為在政府不聽從民意的情況

下，示威者採取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同時，約七成受訪者認

為警察使用了過分武力，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分武力的市民只有四成

（明報，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10 月 15 日）。 

運動的激進化和警方的強硬手段對新聞工作者有很直接的影響。

很多香港記者首次在「槍林彈雨」下工作，同時，媒體多次拍攝到有

警員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向記者使用如胡椒噴劑等武器。香港新聞工

作者至少兩次在警方記者招待會中集體抗議。3 警方及支持政府的人

士則認為新聞工作者阻礙警方執法，甚至在行為及報導上偏幫示威

者。 

前線新聞工作者跟示威者之間有微妙的關係。一項 2011 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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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顯示，香港記者對遊行集會作為民意表達方式有正面評價

（Tang & Lee, 2014）。到了反修例運動，除了同樣遭遇過警方不合

理對待之外，記者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重視，源自政治自由主義的價

值觀，而自由民主亦是反修例運動重要的價值基礎。換句話說，新聞

工作者跟是次運動的確有一種價值上的親近性。但另一方面，從不少

記者在網絡上的討論和表述可見，他們始終視自己的職責為報導事

實，而不是為社會運動吶喊助威，他們認為某種意義下的客觀和中立

仍然重要。 

不過，無論個別新聞工作者如何理解和處理自己跟示威者的關

係，大部分記者始終隸屬特定傳媒機構，機構立場會左右報導內容。

若將香港的傳媒機構在政治光譜上進行排列，蘋果日報向來被視為最

支持民主的主流媒體，而在過去十年，網絡另類媒體有長足發展

（Leung, 2015），其中立場新聞在反修例運動中吸引到很大的關注。

在明確支持民主化的媒體之外，香港電台雖然在結構上是政府部門，

內部文化卻由公共廣播理念主導，常常擔起監督當權者的角色。換句

話說，香港電台雖然不算是有政治立場的媒體，但因為新聞專業理念

中對監察當權者的重視，往往成為政府和公共事務的批判者。香港電

台之外，有線電視、NOW TV，以及明報也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被視為

同一類型的媒體。 

在光譜的另一端，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是傳統「左

報」，直接受中共的資助和管理，所以也可被視為「黨報」。其餘為

數不少的傳統媒體，包括無線電視、商業電台、新城電台，以及各份

報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偏向建制。這反映著香港傳媒的政治經濟結

構：大部分媒體擁有者都在中國大陸有龐大商業利益，甚至有人大或

政協委員的頭銜（Lee, 2018）。不過，作為面向廣大市民的主流媒

體，它們並非完全不受專業主義的規範和民意的影響。在反修例運動

的報導上，我們可以預期這些媒體在整體上傾向保守，但跟大公報和

文匯報等左報的表現仍會有或大或小的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個別主流媒體的讀者人數不一定很多，但從分析

它們的內容，我們可以窺見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論述反修例運動的方

式。而作為一個整體，傳統新聞機構對民眾如何認知運動仍然有其重

要性。香港中文大學在 2019 年 10 月進行的調查，4 問到被訪者認為

不同傳播渠道對他們接收反修例風波的資訊有多重要，在一個 0 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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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量表上，被訪者給予傳統媒體的分數為 6.41 分，高於社交媒體的

5.66 分和手機通訊程式的 4.92 分。 

當然，這不代表社交媒體和通訊程式不重要，一般市民可能明白

到，很多重要資訊都源自傳統媒體，但在實際傳播行為上，社交媒體

可能是大部分市民接觸資訊（包括來自傳統媒體的資訊）的平台。除

此以外，社交媒體上有各種非主流的媒體頻道、親政府的專頁，和影

響力或大或小的意見領袖等。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讓市民主動參與

內容生產和傳送，當社會上大部分人對政府持批判態度時，社交媒體

可以成為「反公眾（counter-public）」聚合起來的平台。學者李少

南、蘇鑰機與梁永熾指出，在雨傘運動期間，Facebook 是一個「反抗

者的公共領域（insurgent public sphere）」（Lee, So, & Leung, 2015），

同樣情況在反修例運動中也可能出現。 

Facebook 以外，反修例運動中一個有趣現象是網絡論壇連登

（LIHKG 討論區）的冒起。連登可以被視為整場運動的中心傳播平

台，大量運動參與者在連登上分享資訊、宣傳、檢討行動、建構策略

方向和論述等，對推動參與和保持運動內部團結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Lee, 2020）。 

最後，手機通訊程式也是人們的資訊來源之一。在反修例運動

中 ， Telegram 成 為 不 少 參 與 者 獲 取 資 訊 和 協 調 行 動 的 工 具 ，

WhatsApp 則是香港市民最常用的通訊程式。由於資訊私隱的問題，

香港的研究者對通過手機通訊程式傳送的內容所知有限，但如上一節

指出，通訊程式的特點是使用者傾向把人際網絡分成人數較少而同質

性較高的群組，以進行私密程度更高的溝通。我們可以預期，手機通

訊程式的影響，將有別於社交媒體網站的影響。 

在進入分析之前，需要在字眼的使用上作說明。在學術文獻中，

假 新 聞 （ fake news ） 、 虛 假 訊 息 （ disinformation ） ， 和 謠 言

（rumor）是幾個高度相關的字眼。為簡單起見，下文不使用虛假訊

息一詞。「假新聞」指大致上已被否定的新聞、說法，或者材料，即

是有非常有力的證據否定該新聞或說法，或者該新聞或說法涉及對特

定人物的指控，而指控欠缺合理基礎，亦已被當事人否定。謠言則指

未經證實或根本難以證明或否證的說法或訊息。在日常使用中，「謠

言」一詞往往帶有強烈的負面意涵。在形容一些難以證明但又似乎有

合理根據的說法時，人們可能會用感覺較中性的「傳言」一詞。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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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起見，下文只用謠言一詞，意思跟英文“rumor”一樣，不帶有

強烈的價值判斷。 

 

肆、媒體報導、規範解控，和謠言傳播 

在這一節，筆者將從香港新聞媒體如何報導反修例運動及期間發

生的幾次事件出發，探討政治立場如何影響媒體對運動的報導，以及

描述偏向和謠言傳播如何在公共傳播規範解控的狀況下，建構對現實

截然不同的理解。 

雖然本文的分析只集中在反修例運動首半年，但涉及的媒體數目

和內容量異常龐大。筆者的分析途徑，是先基於自己對媒體內容和公

共傳播的初步觀察，以慧科新聞搜尋器對八份報章 5 進行關鍵詞搜

索，嘗試展現不同報章的基本報導取向。之後，筆者再分析傳媒如何

報導三個事件，包括兩次對運動走向極具影響力的衝突（7 月 21 日的

元朗襲擊及 8 月 31 日警察進入太子站拘捕示威者），和前高官羅范

椒芬一次電台訪問引發的爭議。 

選擇以這三個個案為焦點，有幾個原因。首先，反修例運動在一

定程度上就由重大事件帶動，例如 612 警民衝突、721 元朗襲擊、11

月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事件等。關注媒體如何處理這些事

件，可以更有效率地讓我們窺探媒體如何處理這次運動；其次，筆者

選擇的三個個案，都涉及假新聞或者謠言的傳播，所以切合分析需

要；第三，以事件為焦點，容許筆者在分析主流媒體報導之餘，嘗試

通過從谷歌（Google）、連登，和 Facebook 等平台搜尋相關內容，

了解在每個個案中，一些關鍵資訊如何被傳播開去。換句話說，在分

析個案時，筆者與其說是在進行內容分析，不如說是在重構關乎每起

事件的資訊傳播過程。 

 
一、不同立場媒體報導的基本取向和關鍵詞 

社會運動研究者在分析媒體報導時，常用框架分析（framing）的

方法。完整的框架分析在本文的範圍以外。但在 Gamson & Modigliani

（1989）的概念化中，框架往往包含常用語句（catchphrase）、譬喻

（metaphor）等，所以，一些關鍵詞可以顯示出媒體報導的傾向，關

鍵詞分析仍可以幫助我們窺探報導背後的中心構想。 

具體地說，自 7 月底 8 月初，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對應反修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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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一直強調「止暴制亂」，止暴制亂自然亦成為親政府媒體報導

反修例運動時的常用句。表 1 顯示，從 8 月到 11 月，《文匯報》和

《大公報》共有超過兩千篇文章包含止暴制亂一詞，《星島日報》及

《東方日報》則有近九百篇文章提到止暴制亂。同時，《文匯報》和

《大公報》在 8 月至 11 月共有超過一千三百篇文章提到示威者的一

些激烈或暴力行徑，包括投擲汽油彈、投擲磚塊，或破壞港鐵站。

《星島日報》及《東方日報》亦共有近一千篇文章提及這些行徑。不

過，兩份傳統左報跟《星島日報》和《東方日報》也有分別：前者經

常將激進示威者稱呼為黑衣暴徒，《星島日報》和《東方日報》則少

用黑衣暴徒一詞。 

8 月初，港澳辦發言人曾指香港的社會運動有「顏色革命的特

徵」，親建制報章也較多提到顏色革命一詞。不過，提到該詞的文章

數目本身並不算太多，政府和建制派的論述始終集中在運動的暴力成

分，而不是針對反修例運動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定性。 

由於止暴制亂是官方立場，就算是《蘋果日報》和《明報》，也

不能不報導這個說法。不過，《明報》和《蘋果日報》較少強調一些

激烈示威行為，亦罕見使用「黑衣暴徒」一詞。《明報》和《蘋果日

報》較為強調警方各種不當行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和胡亂拘捕

示威者。從 6 月 9 日至 12 月 8 日，兩份報章共有超過一千一百篇文

章用上「警暴」一詞，以及有六百多篇文章用上「濫捕」一詞。相比

之下，只有 121 篇《星島日報》或《東方日報》的文章，以及 89 篇

《大公報》或《文匯報》的文章提到「警暴」；116 篇《星島日報》

或《東方日報》的文章，以及 55 篇《大公報》或《文匯報》的文章

提到「濫捕」。 

同時，《明報》和《蘋果日報》也遠比《星島日報》、《東方日

報》、《文匯報》和《大公報》多提到運動的「五大訴求」。簡單地

說，在《明報》和《蘋果日報》裡，反修例運動是有明確訴求但受到

打壓的社會運動；在親建制媒體上，反修例運動則是一場需要懲治的

暴亂。有趣的是，雖然《信報》和免費報章《AM730》向來不被視為

特別支持民主或具批判性，但從表 1 可見，其報導和評論反修例運動

時的用詞，其實較為接近《蘋果日報》和《明報》。這顯示，當一場

社會運動受到廣泛民意支持時，一些本來較傾向建制的媒體也可能拒

絕隨意抹殺運動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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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報章包括各關鍵詞的文章數量 

 文匯／大公 星島／東方 信報／AM730 明報／蘋果 

止暴制亂     

    6-7 月 22 9 9 12 

    8-9 月 1,016 413 226 358 

    10-11 月 1,065 484 197 434 

汽油彈或掟磚或破壞港鐵 

    6-7 月 188 104 35 88 

    8-9 月 609 348 117 293 

    10-11 月 726 575 147 472 

黑衣暴徒     

    6-7 月 54 3 1 3 

    8-9 月 340 51 6 6 

    10-11 月 369 86 12 12 

顏色革命     

    6-7 月 168 124 40 63 

    8-9 月 248 186 33 84 

    10-11 月 146 119 16 40 

警暴     

    6-7 月 6 7 19 84 

    8-9 月 11 24 61 363 

    10-11 月 72 90 112 719 

濫捕     

    6-7 月 8 9 23 60 

    8-9 月 35 73 56 335 

    10-11 月 12 34 50 283 

五大訴求     

    6-7 月 77 118 126 330 

    8-9 月 210 299 269 778 

    10-11 月 139 162 126 519 

註： 為包括 6 月 9 日百萬人大遊行後的半年時間，6 月指 6 月 9 日至 7

月 8 日，7 月指 7 月 9 日至 8 月 8 日，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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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分析一：元朗襲擊 

對媒體而言，要持續在一個框架內去看待一場社會運動，就要嘗

試讓運動期間發生的事件符合該框架。7 月 21 日，遊行抗爭本來集中

在港島區。晚上，有示威者塗污中聯辦門外的國徽，示威者其後跟警

察在上環至中環一帶對峙。近 11 時，元朗港鐵站有大量身穿白衣、

疑似是有黑社會背景的人士，攻擊正參與完遊行回家的市民。根據後

來傳媒重整出來的過程，白衣人從傍晚開始已在區內聚集，有不少市

民因此報警，但警方沒有任何動作，後來部分白衣人到港鐵站，有片

段顯示曾有兩名警員到場，但在沒有介入之下離開。11 時第一次襲擊

之後，警察曾一度到港鐵站調查情況，但白衣人已暫時撤退。之後警

方離開港鐵站，白衣人再重返港鐵站進行第二次襲擊。 

元朗襲擊成為頭條新聞。傳統上，新聞報導有其結構特徵，報導

的組織、用詞、焦點選取等可以反映出報導的意識形態（van Dijk, 

1988）。7 月 22 日《明報》及《蘋果日報》的文章，均在標題強調

「無警執法」或「無警時份」，具導言作用的第一段均集中描述白衣

人對市民的攻擊，《蘋果日報》的首段結尾，更指出事件有「警黑合

作之嫌」，《明報》則於首段結尾提到「政府凌晨發稿強烈譴責事

件，並會嚴正追究」。 

相比之下，《星島日報》的報導，在首段提到「數百名白衣人在

區內遊行，其中幾十人……追打黑衣市民」，內文指出有「元朗居

民」收到有示威者可能到元朗的消息，於是申請「反對暴力大遊

行」，遊行人士「部分戴上口罩，過程一直和平」。這描述把事件緣

起設定為一場和平遊行，含意是後來到港鐵站進行攻擊的只是少數。

報導在最後一段才提及警察的角色，文章指「疑警方人手不足，有市

民埋怨警員遲來」，既為警方不在場提供可能解釋，亦通過動詞的選

擇降低市民批評的合理程度。 

不過，在《星島日報》的描述中，事件仍然是白衣人單方面攻擊

市民；《大公報》文章的開端則指「示威遊行多次演變成暴力衝突，

社會撕裂嚴重，氣氛緊張，元朗西鐵站昨晚發生激烈集體毆鬥事

件」，意味著那不是單向襲擊。文章內裡引用「一段網上片段」，指

「有市民在閘外反擊，以雨傘、水喉、滅火筒等物件向白衣人噴射，

衝突維持約三十分鐘結束，其間有記者被打至口部流血，警察接報到

場調查」，報導強調市民有「反擊」，而記者受襲則以被動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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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施襲者的身分模糊化，文章對有市民批評警方遲來更是隻字不提。 

不過，在反修例運動的過程中，很多重要事件都有直播影像為憑

證，媒體要完全忽略或扭曲一些事實，並不容易，在元朗事件中，就

有記者在進行直播時被白衣人追打，令市民見證記者受襲。為了進一

步「解釋」白衣人和警方的行為，建制陣營開始提出「民主派立法會

議員林卓廷先帶人搞事」的說法。建制派議員何君堯是這說法的主要

推動者，6 何君堯質疑林卓廷不是元朗居民，為何事件發生時會在元

朗港鐵站出現。林卓廷則澄清自己沒有帶示威者到元朗，只因當晚 10

時許收到元朗有事發生的訊息，才趕赴現場視察。事實上，除了林卓

廷身在現場這一點外，建制派拿不出任何其他「證據」支持對林卓廷

的指控。幾天過後，大部分報章不再有文章主動重提「林卓廷帶頭搞

事或挑釁」的說法，《文匯報》和《大公報》卻是例外。例如《文匯

報》在 8 月 3 日的一篇文章就指「林卓廷（在 7 月 21 日）現身屬於

新界西的元朗，並涉嫌和一批黑衣人故意挑起事端，終觸發黑衣人、

白衣人打鬥 」。 

在往後數個月，何君堯仍會在不同場合──包括在接受媒體訪問

時及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指控林卓廷。藝人陳百祥也在 11 月香

港電台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指「林議員」帶人「搞亂人哋個家鄉」。

12 月 12 日，何君堯於立法會再次質疑林卓廷在元朗事件中的角色，

並提出譴責林卓廷的動議。12 月底，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

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指「有一班人帶一班示威者入元朗而牽引整件

事」。江永祥後來受到傳媒質疑時，指那句話是他 個 人 從 不 同 傳 媒

畫 面 所 得 的 觀 察 ， 並 不 代 表 警 方 立 場 。  

無論何君堯、陳百祥，抑或是江永祥，都忽視了沒有充分證據不

應隨意指控別人的規範，亦沒有因應林卓廷的澄清而作修正，江永祥

亦無視自己在代表警方發言時，不應隨便加上個人觀察這常識性的規

矩。換句話說，對林卓廷的反覆指控，展示了假新聞傳播中的規範解

控。不過，雖然指控的證據異常薄弱，但當事人除了口頭否認之外，

也實在難以用其他證據否定該指控。一方面，就算是一些親建制的報

章，都沒有在報導裡太重視對林卓廷的指控，或把對林卓廷的指控隨

便當成事實。但另一方面，《文匯報》、《大公報》等「黨媒」不時

重提，再加上有建制精英甚至官方人士公開加持，使指控在公共空間

間歇重現。該指控間歇地在公共空間重現，既反映了它很可能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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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的私密傳播渠道中流傳，也同時強化了它持續地在網絡上流傳

的可能性。 

 
三、個案分析二：「天使」謠言 

新媒體渠道在假新聞或謠言傳播中扮演的角色，在所謂「天使」

謠言中更為明顯。約從 8 月底開始，網絡流傳一篇自稱 14 歲女生的

自白。作者指自己本來「對政治不聞不問」，只是為了不被視為不合

群，跟著同學去參加示威，過程中認識了一群人。後來該批「義士」

指女生應該擔任「革命天使」的角色，以身體「安慰義士」，女生於

是跟不同的男示威者發生關係，並發現自己懷孕，正準備墮胎。 

以訴說個人經歷的形式出現，詆譭社運的謠言，在雨傘運動時就

出現過。這種謠言的特徵是沒有人能夠找到最初的來源，而內容涉及

的都是不知名的人士，所以除非故事內容明顯違反事實或邏輯，否則

根本無從查證。一般而言，除非謠言的傳播程度極高，又或者有公眾

人物加持，否則主流傳媒通常不會對這類謠言作顯著報導。但在 9 月

9 日，行政會議成員及前教育局局長羅范椒芬出席電台節目時，提出

有女示威者被誘騙為男示威者提供性服務，隨即引發其他媒體和公眾

關注，也令謠言在更大範圍之內曝光。 

不過，主流媒體和公眾立刻提出質疑，羅范椒芬在當天稍後重

申，自己有朋友認識受害人的家庭。這說法不單未能說服大眾，更令

不少人認為羅范椒芬作為公眾人物，在作出嚴重指控時，所依賴的竟

然只是非常間接地得到的訊息，並不恰當。在傳統報章上，《明報》

和《蘋果日報》的報導固然對羅范椒芬作出批評，《蘋果日報》的標

題批評「羅范亂傳少女讓勇士洩慾」，《明報》的標題為「羅范：朋

友的朋友稱有女生供性服務；黃碧雲：若無證據應道歉；示威者：未

聽聞未提實據」。《明報》表面上並列雙方說法作平衡報導，但標題

包括了兩位反駁羅范椒芬的受訪者。另外，標題強調「朋友的朋

友」，亦有諷刺的意味。 

《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和《信報》，都在標題指出羅范椒

芬「惹質疑」、「捱轟」，和「被抨播謠」。《星島日報》的文章首

段指羅范椒芬「聲稱」已確認有少女被人誤導，並引述兩名民主派政

治人物的反駁。只有《大公報》和《文匯報》完全忽視謠言可信性的

問題，《大公報》直指「暴亂已經邪教化」，文章更把天使謠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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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過往跟社會運動相關的其他謠言，讓謠言互相印證對方： 

 
  類似事件屢聽不鮮。早在 2014 年「佔旺」期間，傳媒

披露在一個帳篷中發現有疑似精液的安全套，懷疑有暴亂分

子在現場發生性行為。而暴亂至今三個月，連日來都傳出有

女暴徒被「義載司機」強暴、與前線暴徒相識不夠一日便發

生性行為，最終被騙等（冼國強，2019 年 9 月 10 日）。 

 
跟元朗事件後出現對林卓廷的指控一樣，天使謠言缺乏證據支

持，大部分主流媒體都沒有跟進報導或重複引述，但相關謠言繼續在

網絡上發酵。例如 9 月中，YouTube 上出現了另一缺乏明確來源的短

片，一位背對鏡頭，聲音經過特別處理的「16 歲女孩」講述自己的受

害經歷。9 月 9 日至 9 月 26 日之間，專門從事事實查證工作的

Facebook 專頁求驗傳媒，亦四度澄清關於女示威者提供性服務的謠

言。四次澄清工作都是破解在網站或 WhatsApp 裡廣泛流傳，用以證

明天使謠言的圖片。一些圖片被證實經過修改，另一些圖片則是從成

人網站下載，跟香港的社運完全無關。另外，連登討論區也有網民

「求助」，例如其中一個帖文作者指自己父親從一個手機群組中得到

兩段關於「天使」的影片，他已經找到其中一段短片的出處，希望網

民一起搜尋另一段影片的真正出處。 

值得指出的是，從事事實查證的媒體可嘗試核實用來支持謠言的

影片或圖片，但天使謠言本身是難以被全盤否證的，因為傳聞沒有指

向特定個體，它只是很籠統地指向某類型事件的發生。對傳播謠言的

人來說，重點其實不一定在於使訊息接收者相信眼前的影片或圖片為

真。例如在 YouTube 上，一位立場支持政府的意見領袖在評論 9 月

中出現的女示威者自白影片時，就直言並沒有足夠證據說明片段真

確，但之後的評論重點則在討論示威者自白中一個疑似涉及毒品使用

的細節，以及為什麼女示威者不報警求助，評論要建立的不是自白影

片 的 真 確 性 （ truthfulness ） ， 而 是 該 類 故 事 的 「 可 能 性

（plausibility）」。7 

 
四、個案分析三：831 太子站「打死人」？ 

以上分析的兩個個案中的假新聞或謠言，均傾向不利運動，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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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運動期間，也有針對政府或警方的謠言甚至假新聞。其中一個最

多人討論的，是 8 月 31 日太子港鐵站內有沒有死人的問題。當日，

遊行抗議原在港島區舉行。到晚上，遊行人士逐步離開，晚上 10 時

左右，有身穿黑衣遊行完畢的市民與反對運動的市民在港鐵車廂內起

衝突，港鐵報警；約 11 時，警察到太子站，負責處理大型衝突的

「速龍部隊」在直播鏡頭下進入車廂追打民眾。《蘋果日報》在 9 月

1 日的報導題為「港鐵大搜捕，釀元朗恐襲 2.0；速龍無差別毆市

民」，《明報》亦在標題寫道「警衝太子站圍捕，乘客頭破血流」；

《星島日報》則把太子站的情況放到整天的示威衝突中，指晚上「示

威者乘港鐵離去之際，在列車上與乘客爭執，示威者襲擊乘客」，警

察於是「進入太子站月台，制服多名示威者，期間警員衝入車廂進行

拘捕，曾揮動警棍及噴射胡椒水，混亂間多人受傷，有人頭破血

流」；《大公報》則更一面倒批評示威者，其報導標題為「瘋火暴

動，暴徒橫行蹂躪港九，市民撐警嚴正執法」。 

對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網上很快就出現太子站死人的說法，而

警方在進行拘捕後要封鎖現場是為了處理屍體，警方以及醫院管理局

均迅速否認。但謠言沒有終止，有網民指太子站當晚應該有十名傷

者，但消防處僅將七名傷者送院，三人不知所蹤，有指死者已被送往

醫院殮房，又有指屍體被拋出公海。消防處於 9 月 4 日澄清，當晚初

步點算時有十名傷者，但其後再次點算，確認只有七人需要送院。香

港電台時事節目《鏗鏘集》嘗試進行事實查證，指太子站最少有十名

傷者從現場送院，《鏗鏘集》找到的資料一方面顯示當晚沒有明顯的

「失蹤人口」，另一方面則反駁了消防處的說法。疑點仍未完全被消

除，在運動支持者高度不信任警察和各政府機關的情況下，太子站死

人的說法仍在網絡廣泛流傳和被討論。 

不過，這個謠言的傳播並沒有涉及假圖片或影片的流傳。從連登

上的討論看，運動支持者知道沒有十足證據證明太子站有死人，不少

討論集中在提出疑點，例如一個帖文的作者引述身邊一位外藉教授，

指警察當晚封鎖了三個地鐡站，又封鎖太子站兩日，又不容許記者及

醫護員入站，「依邏輯推論」，警察是做了一些不能讓公眾知道的

事，而當警察之前已經試過令示威者嚴重受傷，亦不怕違反很多警察

守則，「到底是什麼更加嚴重的事？」8 

跟天使謠言類似，網絡討論嘗試建構的是太子站死人這說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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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連登上也有質疑太子站是否有死人的聲音，有帖文呼籲大家不

要亂傳未經證實的消息，也有帖文提出，若太子站真的有不只一人死

亡，死者的家人朋友為何不出來公開控訴。不過，對不少連登使用者

來說，只要事件仍有可疑，人們就不應該放棄追究。9 月 10 日的一則

帖文開宗明義說，「強姦和打死人要做 fact check 的不是我們，而是

仆街政府和狗隊〔警隊〕……舉證是他們的責任，他們才有搜證的能

力」。9 另一則帖文說，「我們市民可以做的，就是有沒有 fact check

都好，希望群眾壓力可以逼證據出來……我寧願炒車〔被證實錯

誤〕，都不想事件不了了之」。10 

換句話說，至少對部分市民而言，繼續強調太子站死人，不是因

為該謠言必定是真，而是要繼續給予政府和警方壓力。太子站死人是

合理懷疑，而保持懷疑是一種策略需要，甚至是一種道義責任。在主

流媒體裡，一些論者也提倡類似的觀點，例如《蘋果日報》專欄作家

馮晞乾說： 

 

你看不到證據，只能說無法證明太子站死了人，但不能

推斷出一定沒有死人。對不對？當然，另一方也不可一口咬

定警察打死人，但因為事件有太多謎團未解，我們絕對應該

懷疑。懷疑不是為了抹黑警方，而是因為尊重生命（馮晞

乾，2019 年 11 月 9 日）。 

 

到了之後的幾個月，「七二一唔見人、八三一打死人、十月一槍

殺人」，成為遊行集會時經常聽到的抗爭口號。同時，隨著運動持

續，也出現了其他可疑個案。其中，15 歲少女陳彥琳的裸屍被發現漂

浮海上，和大學生周梓樂在商場停車場墜下重傷不治，是 10 月和 11

月兩件最受關注的事件，也有不少圍繞事件的陰謀論在媒體流傳。在

這個背景下，「831 打死人」所代表的，基本上已經不是 8 月 31 日當

天晚上的事情，而是數個月的抗爭運動裡有沒有示威者因警察濫暴而

死。因此，處理傳聞所需的查證工作，也早已超越個別晚上的警民衝

突中發生的事情。11 月時，專長進行調查報導的傳真社發表報導，指

記者接觸了 8 月 31 日晚上在太子站被捕的 52 人中的 47 人，包括六

名網傳遇害的示威者，找不到任何證據說明太子站有死人。不過，這

篇報導已經引起不了多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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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以上的個案分析顯示了在不同的事件上，不同立場的主流傳媒會

對事件作截然不同的報導和解讀。但正如概念部分指出，政治平行不

等於規範解控，而在本文分析的個案中，在主流媒體的領域裡，大部

分有明確政治立場的報章，可以通過字眼選擇和重點取捨等方式建構

具偏向的報導，但同時仍會或多或少受到專業主義、客觀事實，和廣

大民意的制約。最明顯的規範解控現象，主要在文匯報、大公報等

「黨報」，以及個別政治精英身上體現出來。不過，少數媒體和政治

人物的行徑，已經足以令一些假新聞和謠言在公共空間中得到更廣泛

和持續的傳播，這些假新聞或謠言進入新媒體平台，而平台上的傳播

者（如網絡輿論領袖以至普羅大眾）的行動，則可以使該些假新聞或

謠言在社會上的私人領域中持續流傳。另外要指出的是，對運動不利

的謠言和對政府不利的謠言之傳播模式有類似的地方，但其政治意涵

有重要的差異。政權或支持政權的人物和組織可以借用謠言來打擊社

會運動，但社會運動也可以透過謠言來動員民眾的支持以及給予政權

壓力，傳播謠言不一定建基於信以為真。 

 

伍、媒體使用和對假新聞或謠言的認知 

上一節的分析展示媒體政治立場如何影響其對運動的報導，以及

跟運動有關的一些謠言或假新聞如何被傳播。但到底有多少市民相信

各種謠言或假新聞？市民對運動的立場以及傳播行為跟對運動的認知

有什麼關係？ 

下面所分析的數據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

2019 年 9 月及 10 月進行的兩次電話調查。兩次調查的方法相同，目

標受訪者為 15 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抽樣分固網電話和

手提電話兩部分。固網電話部分，研究中心以通訊事務管理區已經發

出的固網電話號段為基礎，做成一個電話號碼庫，然後由電腦從號碼

庫中隨機抽出號碼，成功接觸住戶後，採用「即將生日」的方式選出

目標受訪者。手提電話部分，研究中心以通訊事務管理局已經發出的

手提電話號段為基礎，做成一個電話號碼庫，然後由電腦從號碼庫中

隨機抽出號碼。9 月份的調查成功訪問 623 人，回應率以美國民意研

究協會的回應率方程式 3（Response Rate 3, RR3）計算，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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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月份的調查則成功訪問 751 人，回應率為 44%。11 

為了解被訪者對一些謠言或假新聞的認知，9 月的調查包含四條

題目，讓被訪者說出一些命題是否真確。兩條題目的正確答案為真

確，另外兩題的正確答案則為虛假。結果發現，44.4% 被訪者能指出

「7 月 21 日元朗事件的起源為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帶示威者到元朗示

威」是虛假陳述，但也有 17.4% 認為陳述真確，38.2% 回答「未經

證實」或者沒有回答。有 51.5% 被訪者能指出「8 月 11 日示威中女

示威者眼睛嚴重受傷是警方的布袋彈所致」為真確，10.9% 認為陳述

虛假，37.6% 認為未經證實或沒有回答。12 

自 8 月開始，警方派人員假扮示威者混入群眾，警方在記者招待

會中有確認此事。85.4% 被訪者能指出相關陳述屬實，但仍然有

12.6% 被訪者認為陳述未經證實或拒絕回答。最後一題題目關乎一段

曾於 8 月底在網上流傳的片段，片段顯示有警方人員在衝突現場向示

威者投擲汽油彈，後來片段被發現曾受到電腦修改，在調查中，只有

19.7% 受訪者正確指出陳述是虛假的，31.1% 被訪者認為陳述真確，

49.1% 被訪者指陳述未經證實或拒絕回答。 

整體上，成功指出命題為真實或虛假的被訪者比例不算低，但給

予錯誤回應或指命題未經證實的被訪者也不少。為分析人們的政治態

度跟這些認知之間的關係，筆者根據被訪者有沒有參與過反修例運

動，以及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把他們分為三類。仔細點說，問卷詢

問被訪者曾否參與反修例遊行或集會、參與或到現場支持包圍或佔領

行動、與警方有口頭或肢體衝突、在連儂牆貼出感受，以及為示威者

提供如捐款等援助。至少有參與過其中一種行動的有 321 人，佔樣本

51.5%，他們是「運動參與者」。其餘被訪者則根據他們對特區政府

的信任度再分為兩組，在一個 0 至 10 分的量表上，給予政府 0 至 4

分的被訪者是「不滿政府的非參與者」（共 176 人），給予 5 至 10

分或沒有給予分數的則是「政府支持者」（共 126 人）。表 2 上半部

分顯示，政治態度跟事實認知有非常強烈的關係。73.9% 運動參與者

認為女示威者眼睛受傷是警方所致，但只有 2.4% 政府支持者認為該

陳述真確。54.4% 政府支持者認為林卓廷有帶示威者到元朗，只有

7.5% 運動支持者認為陳述真確。不過，這不代表運動支持者不會相

信假消息，在警方投擲汽油彈一題上，38.3% 運動支持者錯誤地認為

陳述真確，在政府支持者中，只有 14.3% 認為陳述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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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組別市民對謠言和假新聞的相信程度 

  政府支持者 
不滿政府的 
非參與者 

運動參與者 

1. 元朗事件起因是民主黨

議員林卓廷帶示威者到

元朗示威 
 （χ2 = 186.5, p < .001） 

真確 54.4 10.2 7.5 

未經證實 6.3 43.8 59.6 

虛假 29.4 34.1 29.5 

不知道 11.9 11.9 3.4 

2. 有警察假扮示威者混入

群眾然後拘捕示威者 
 （χ2 = 86.5, p < .001） 

真確 61.9 84.7 95.0 

未經證實 4.8 2.8 0.3 

虛假 27.8 12.5 4.0 

不知道 5.6 0.0 0.6 

3. 8/11 女示威者眼睛受傷

是警方布袋彈所致 
 （χ2 = 251.3, p < .001） 

真確 2.4 45.5 73.9 

未經證實 40.0 6.8 1.9 

虛假 53.6 44.9 23.9 

不知道 4.0 2.8 0.3 

4. 8/25 荃灣示威中，有片

段顯示警方向示威者投

擲汽油彈 
 （χ2 = 143.5, p < .001） 

真確 14.3 30.1 38.3 

未經證實 56.3 11.4 10.0 

虛假 22.2 44.3 44.5 

不知道 7.1 14.2 7.2 

5. 有示威者在 8/31 警察進

入太子站進行拘捕時喪

生 
 （χ2 =244.8, p < .001） 

傾向真確 8.2 57.5 75.7 

傾向虛假 72.1 22.1 13.2 

不知道 19.7 20.4 11.1 

6. 有警察在新屋嶺對被捕

者進行性侵犯 
 （χ2 =386.2, p < .001） 

傾向真確 5.5 62.1 87.5 

傾向虛假 77.6 16.4 5.2 

不知道 16.9 21.4 7.3 

7. 有女性示威者被誘使向

男性示威者提供性服務 
 （χ2 =164.2, p < .001） 

傾向真確 27.3 6.1 2.4 

傾向虛假 44.3 80.7 93.8 

不知道 28.4 13.2 3.8 

註： 1 至 4 來自 9 月的調查，樣本數為 623。5 至 7 來自 10 月的調查，樣本數為

751。數值為欄百分比。 

 
類似的情況在 10 月調查中亦可見。10 月的調查轉為詢問被訪者

對三種謠言的判斷。關於 831 太子站有死人的說法，13.2% 被訪者認

為絕對真確，39.3% 認為應該真確，13.7% 認為應該虛假，17.2%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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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絕對虛假，餘下的回答不知道或拒絕回答。至於有警察在新屋嶺拘

留所性侵被捕人士，13 22.5% 被訪者認為絕對真確，35.5% 認為應該

真確，15.0% 認為應該虛假，12.1% 認為絕對虛假。相比之下，只有

很少數被訪者認同有女示威者被誘使向男示威者提供性服務，指謠言

絕對真確和應該真確的分別只有 2.1% 和 7.7%，30.6% 被訪者認為應

該虛假，46.2% 認為絕對虛假。14 

表 2 顯示，對謠言的判斷也跟政治態度和運動參與掛勾。75.7%

運動參與者傾向認為 831 有死人（即回答絕對或應該真確），只有

8.2% 政府支持者認為說法真確。相反，只有 2.4% 運動參與者認為

天使謠言真確。不過，認為該謠言真確的政府支持者也只有 27.3%，

這說明謠言本身的可信性有高低之分。 

除政治態度和運動參與外，傳播行為跟認知又有什麼關係？我們

可以用多變項迴歸分析來回答。由於只有 9 月的調查包括了跟媒體使

用相關的題目，以下分析只集中在 9 月的數據上。為使分析更有效

率，筆者以表 2 顯示的四條問題為基礎，建立三個依變項。首先，筆

者將每題題目轉為由 -1 至 1 分的量表，1 代表正確，-1 代表錯誤，

回答不知道或未經證實的則得 0 分。然後，筆者將表 2 首三題以取平

均分的方式結合。首三條題目的正確答案都偏向運動或對警察不利，

所以該變項可被稱為「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M = 0.50, SD = 

0.48）。15 相反，第四題的正確答案是對警察有利和對運動不利的，

所以代表著「對運動不利的正確認知」（M = -0.11, SD = 0.70）。然

後，筆者再取兩個變項的平均分，代表「所有正確認知」（M = 0.39, 

SD = 0.66）。16 

自變項方面，除了人口變項，迴歸模型包括政治信任、運動參

與，和政治派別傾向。政治信任是被訪者對特區政府、香港警察，和

中國政府的信任度之平均數。17 運動參與則是前述五種參與方式的總

和。18 另外，問卷要求被訪者表示自己是否傾向某個政治派別，根據

答案，被訪者被歸類為本土派、民主派、建制派，或「中間或無傾

向」。19 四組被訪者分別有 10.7%、37.9%、7.4%、44.1%。在迴歸模

型中，政治派別將由三個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代表，「中間

或無傾向」是參照範疇。 

傳播行為方面，調查詢問被訪者七種不同的媒體渠道或平台對他

們接收關於反修例風波的資訊有多重要。被訪者以 0 至 10 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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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代表非常重要，0 分代表完全不重要。七種媒體渠道分別為傳統

媒體的新聞報導、媒體現場直播、通訊程式 Telegram、其他通訊程式

如 WhatsApp 和 WeChat、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和 Instagram、網上討

論區連登，以及其他網上討論區。為使分析更有效率和更簡潔，我們

將各項目合併成三個變項。第一，傳統媒體報導和現場直播合併為

「傳統媒體重要性」，雖然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非傳統媒體也可以

進行現場直播，但傳統媒體無論從資源、人手，認知度上都較優勝，

其直播內容始終有較多的受眾。第二，Telegram 和其他通訊程式合併

為「通訊程式重要性」。第三，社交媒體和連登合併為「運動媒體重

要性」。誠然，社交媒體上也有親政府的渠道和內容，但過往香港研

究指出，運動期間的社交媒體可以被視為抗爭公共領域（Lee et al., 

2015），20 社交媒體使用與對社會運動的態度往往有正相關（Tang & 

Lee, 2013），所以以下分析把社交媒體與連登歸類為「運動媒體」。

「其他網上論壇」不明顯地屬以上其中一類，重要性亦較低（平均分

只有 3.64），所以並沒有包括到分析之中。 

 
表 3：正確認知的迴歸分析 

 
偏向運動的 
正確認知 

對運動不利的 
正確認知 

所有正確認知 

性別 -.03 -.13*** -.16*** 

年齡 .05 .04 .08 

教育 .04 .09* .12** 

家庭收入 -.04 .04 .01 

對政府的信任 -.60*** .32*** -.09 

運動參與 .10** .01 .08 

民主派支持者 .05 -.04 -.01 

本土派支持者 .06* -.01 .03 

建制派支持者 -.09** .10** .05 

傳統媒體 .05 -.00 .03 

通訊程式 -.10** -.05 -.13* 

運動媒體 .15*** -.11 -.00 

經調整的 R2 0.612*** 0.233*** 0.049***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N = 623。*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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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總結了迴歸分析結果。第一欄顯示，政治信任度越高的受訪

者，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程度越低，亦即是說，他們越容易相信對運

動不利的假新聞。但第二欄顯示，政治信任度越高的受訪者，對運動

不利的正確認知越高。政治信任並不一面倒地使人更容易或更不容易

相信假新聞，政治信任主要是令人相信跟自己態度吻合的消息。所

以，在第三欄，當兩種指向不一的認知結合起來之後，政治信任不再

跟依變項有顯著關係。 

類似的情況，是建制派支持者對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程度較低，

但對運動不利的正確認知程度較高，對「所有正確認知」則沒有影

響。運動參與程度只跟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有正相關，跟對運動不利

的正確認知和所有正確認知均沒有關係。 

傳播行為方面，傳統媒體重要性跟三個依變項均無顯著關係。另

外，越覺得運動媒體重要的受訪者，對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程度越

高，但運動媒體重要性跟對運動不利的正確認知則呈負相關（p 

= .067，差一點才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故此，運動媒體重要

性跟所有正確認知沒有關係。換句話說，運動媒體主要是令人們更傾

向相信跟運動立場一致的訊息。 

不過，通訊程式重要性在表 3 的三欄中都有負向的迴歸係數，其

中兩個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這跟本文之前的概念討論一致：通訊

程式是私密化的傳播渠道，較容易成為假新聞的傳播途徑。值得指出

的是，表 3 的模型中，只有三個變項跟「所有正確認知」有顯著關

係，通訊程式重要性是其一。另外，教育程度較高和較年輕的受訪

者，所有正確認知程度也較高。教育程度跟媒體素養應該有一定的關

係，而年輕人可能較熟悉網絡世界的運作，也沒有那麼容易受假新聞

影響。 

既然認知跟政治態度及傳播行為有關，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傳播

渠道對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會否也有不同影響。為保持跟之前分析一

致，筆者再將受訪者分成運動參與者、對政府不滿的非參與者，以及

政府支持者三組，迴歸分析在每一組之中進行，但由於政治信任和運

動參與本身是分組的基礎，所以筆者把兩個變項從迴歸模型裡抽起。 

表 4 總括了關於媒體變項的分析結果。傳統媒體仍跟認知關係不

大，不過，在政府支持者中，越覺得傳統媒體重要的人，對偏向運動

的正確認知程度更高（傳統媒體重要性在政府支持者模型和運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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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模型中所得的迴歸係數之間亦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運動媒體

重要性的影響，則在運動參與者當中才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不

過，運動媒體重要性在三組被訪者的迴歸模型中所得的迴歸係數差異

不大，所以我們沒有充分證據說明運動媒體只對運動參與者有影響。 

 
表 4：媒體使用對不同組別市民的影響 

 政府支持者 
不滿政府的 
非參與者 

運動參與者 

依變項：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 

傳統媒體 .20*a .13b -.06ab 

通訊程式 -.17 -.15 -.08 

運動媒體 .14 .25* .36*** 

    

依變項：對運動不利的正確認知 

傳統媒體 -.09 -.03 .05 

通訊程式 .17c -.01 -.15*c 

運動媒體 -.17 -.17 -.16* 

    

依變項：所有正確認知 

傳統媒體 .00 .06 .02 

通訊程式 .09 -.11 -.19** 

運動媒體 -.11 -.00 .02 

註： 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迴歸模型包括人口特徵和被訪者的派別傾

向。三個組別的樣本數分別為 126、176、321。一對係數附帶同一

字母，代表與該對係數對應的非標準化迴歸係數之間有統計學上的

顯著差異。*p < .05, **p < .01, ***p < .001 

 
至於通訊媒體的影響，則視乎正確認知的偏向和受訪者的偏向是

否吻合。當依變項是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時，通訊媒體重要性的負向

迴歸係數在政府支持者中要大一些。當依變項是對運動不利的正確認

知時，通訊媒體重要性只對運動參與者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且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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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重要性在運動參與者及政府支持者模型中所得係數之間有顯著差

異。整體上，通訊媒體主要是使有明確立場的市民更傾向接受符合自

己態度的錯誤認知。 

 

陸、討論和結論 

如何爭取媒體曝光和公平的媒體呈現，向來是社會運動要面對的

問題（Gamson & Wolfsfeld, 1993）。新媒體環境讓社運有更多渠道接

觸民眾，但也帶來謠言和假新聞更廣泛傳播的挑戰。為指導經驗分

析，本文建構了一個以政治平行、規範解控，和公共資訊傳播私密化

為主要概念的框架，並根據這框架探討 2019 年下半年香港反修例運

動中的媒體報導和資訊政治。 

通過對主流報章內容的分析，本文展示了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章如

何報導同一場運動。傾向支持運動或強調批判監督的媒體較強調，運

動有具體訴求但受到無理打壓，傾向政府的媒體則跟隨政府止暴制亂

的調子。不過，政治平行的存在不代表所有媒體都會毫無節制地吹棒

或抹黑社會運動，客觀事實、專業理念、文化常識，和社會氣氛會限

制新聞工作者，所以，在報導個別對警方或政府不利的事件時，黨報

以外的一些親政府的報章，也不會完全掩飾或扭曲已發生的事情。當

然，這不等於媒體機構的報導都很公平和無可非議，媒體機構的「偏

頗」是程度問題，分析指出的是大部分主流媒體就算有偏頗的報導，

但仍然受到公共傳播規範的限制。這結果也呼應著過往香港研究中指

出的媒體的公眾屏幕功能（Lee & Chan, 2018）以及媒體審查在運作

上的複雜性（區家麟，2017）。 

不過，本文的分析也顯示出傳統媒體裡出現規範解控的狀況。首

先，個別支持政府的媒體（主要是文匯報和大公報等「黨報」）在不

只一件事件中有協助散播謠言的情況。誠然，什麼是政治平行下的合

理差異，什麼是偏頗報導，以及什麼是嚴重破壞公共傳播基本規範的

行為，三者之間沒有很清晰的界線。但在本文分析的事例中，問題不

是有媒體在謠言出現時作出報導，而是當謠言的事實基礎非常薄弱，

再加上當事人已經否定的情況下，個別媒體仍然把謠言當成已被證實

的事實一樣重複講述。缺乏反思和修正意欲，正是後真相文化的一個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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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往往聚焦在公眾人物身上，當一位公眾人物說了某些

話，那些話就可能成為新聞（Sigal, 1986）。公眾人物的身份地位越

重要，傳媒就越難不對其所說的話作出報導。所以，一些謠言或假新

聞之所以能夠重複在主流媒體中出現，也有賴一些公眾人物和政治精

英願意做推動者。跟 Roudakova（2017）對俄羅斯的分析一樣，公眾

人物明顯地不受公共價值和規範約束，對公共傳播的負面影響尤其巨

大，民眾亦容易對制度失去信任和變得犬儒。傳播謠言有時可能只是

「無心之失」，但也有可能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策略。威權主義政府

要削弱公眾監督的力量，首先就要破壞公共性，系統地漠視公共傳播

的規範和推動假新聞，是破壞公共性的手段。 

值得指出的是，破壞公共傳播，並不需要大部分傳媒和傳播者都

漠視公共傳播的規範，在反修例運動中，最明顯地展現規範解控的，

可能只有很個別的媒體和公眾人物，但如果該些媒體具某種代表性，

該些公眾人物具備知名度和影響力，就已經可以對公共傳播做成一定

程度的破壞。 

本文也展示了新媒體科技如何促進假新聞或謠言的傳播，當一則

謠言並沒有強力證據支持時，大部分主流媒體均會盡量停止轉述。在

反修例運動中，亦有專業媒體嘗試對一些事關重大的謠言進行事實查

證。但新媒體平台削弱了新聞工作者的守門人角色，一些謠言在主流

媒體上受到質疑或反駁後，仍然在網絡空間繼續流傳。 

另外，本文的分析框架特別強調公共資訊傳播私密化的問題。在

新媒體平台上，人們跟自己熟悉的人組成私密化的傳播網絡，在這些

私人網絡傳送資訊時，人們不需要向一個廣大的群體問責，而且私密

化的傳播網絡往往有頗高的同質性，減低了人們在傳送訊息時受到質

疑和挑戰的可能性。所以，若一種傳播科技的能供性（affordance）越

偏向支援私密化的訊息傳播，它越有可能成為謠言和假新聞的有效載

體。調查數據顯示，越依賴通訊程式的受訪者，的確越缺乏對各種假

新聞的正確認知。 

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中，政治態度對認知有重大影響，人們傾向相

信跟自己態度一致的訊息，是可以預期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個人心

理層面上，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有同樣的確認偏向（confirmation 

bias）。不過，在本文分析的三個個案中，對運動不利的謠言的傳播

和對警察或政府不利的謠言的傳播，有幾點重要分別。在太子站警察



32 中華傳播學刊．第三十七期．2020.06 

打死人這說法的傳播中，網民沒有刻意傳送虛假消息或圖像「證

據」，連登的討論也確實包括一些對謠言的疑問。不少運動支持者明

白太子站死人是未經證實的，但只要警方未能讓公眾釋疑，運動支持

者就必須繼續提出疑問，堅持質疑太子站事件更連結到反修例運動中

的團結倫理（Lee, 2020）：萬一有示威者犠牲，運動支持者不能置之

不理。 

所以，堅持談論一個未經證實的謠言，不一定是非理性的行為。

如果謠言和假新聞傳播是政治博奕的一部分，那麼當權者借用假新聞

打擊處於弱勢的抗爭者，與抗爭者借用謠言給予當權者壓力，不應被

視為同一回事。這不等於運動支持者在其他事例上無可非議，更不代

表處於弱勢的人可以完全不顧後果地製造和傳播假消息。社會運動要

得到民眾支持，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公信力，但我們在分析資訊政治

時，不能忽略權力問題，在判斷謠言的傳播合理與否時，我們要考慮

傳播者和謠言所指向的目標之間的權力關係、誰更有舉證的責任，以

及有舉證責任的一方是否已盡其所能公開已知的訊息。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很多香港專業新聞工作者仍然緊守客觀和真

實報導的原則，並在重要事件上嘗試進行嚴謹的查證工作，但這些工

作不足以制止謠言和假新聞。關於假新聞的討論多指向媒體素養的重

要性，本文分析亦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市民，對假新聞的判別能力

較高。但正如 Waisbord（2018）指出，假新聞和謠言不容易應付，是

因為「後真相」這現象扎根在公共傳播系統和文化的轉變中，要根治

問題，涉及社會如何重建公共傳播的規範和追求真相的文化。 

如文章開首指出，本文是綜觀性文章，嘗試以一個較概括的方式

處理反修例運動期間社會運動、新聞媒體，和資訊政治之間的關係。

不少問題值得更仔細探討，例如媒體政治平行的體現之界線在哪些地

方，這些界線如何在媒體運作中被確立或維護，都可以通過更細緻的

文本分析和深入訪談來解答。本文分析較集中在文字媒體，影像媒體

在報導運動和謠言傳播中的角色，如備受批評的無線電視如何處理運

動期間發生的各種事件，值得另行研究。 

個別新聞機構和公眾人物的規範解控，也需要進一步探討，一方

面，研究者可嘗試更系統地列出相關的公共傳播規範，然後分析什麼

人在多大程度上違反了各種規範，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可以分析各社

會行動者如何應對規範解控。一個健康的公共傳播過程不一定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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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人違反規範的過程，而是一個有自我修正能力的過程。所

以，規範解控也不只代表有更多人違反公共傳播的規範，亦代表公共

傳播對違反規範的行為失去規訓和修正的能力。這情況如何發生，需

要繼續分析。最後，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上，研究亦可以嘗試更緊密地

連繫現有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從而對媒體渠道如何影響人們對假新聞

和謠言的認知作更仔細的探討。 

 

註釋 

1  隨著訴求轉變，如何為運動命名亦成為問題。本文沿用「反修例

運動」，部分是因為除了「反送中」或「反修例」外，仍未有被

廣泛使用的其他選擇。本文分析範圍限於 2019 年下半年，用「反

修例」為名應該仍然合適。 

2  據香港警方數字，由 6 月 9 日至 12 月 5 日，警方共發射近一萬六

千枚催淚彈和約一萬枚橡膠子彈。 

3  6 月 13 日，大批記者響應香港記者協會呼籲，在警方記者會中帶

著頭盔和眼罩採訪。11 月 4 日，六間傳媒機構的記者在警方記者

招待會中帶上頭盔，並以此展示「查警暴止警謊」的標語。 

4  調查方法及基本資料會在文章較後部分介紹。 

5  為覆蓋政治光譜上不同位置的媒體，八份報章分別為蘋果日報、

明報、信報、AM730、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大公報、文匯報。 

6  何君堯本身則被拍攝到曾在元朗街頭跟白衣人握手。 

7  片段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QwKh7lYU4。筆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最後一次觀看片段，當時片段的累積觀看人次超

過 32 萬。 

8  帖文見 https://lihkg.com/thread/1545926/page/1。為方便閱讀理解，

筆者將連登帖文內容盡量改為書面語。 

9  「狗隊」指警隊。帖文見 

https://lihkg.com/thread/1557566/page/1。 

10 「炒車」意指被證實錯誤。帖文見 

https://lihkg.com/thread/1548248/page/1。 

11 回應率方程式 3 的特徵，是會將「不知道是否屬合資格受訪者」

的個案部分地計算到分母之中。以此方程式計算，四成以上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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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率跟一般在香港進行的跟政治和時事有關的調查相若。 

12 8 月 11 日的示威中，一位女參與者在尖沙咀示威行動期間被硬物

射中眼睛，致眼球爆裂。建制媒體指女示威者的眼睛為其他示威

者射出的彈珠所傷。嚴格而言，女示威者的傷勢來源並沒有醫學

上的驗證，但《蘋果日報》記者拍攝到女示威者倒下受傷，除下

眼罩時，眼罩上有一顆布袋彈彈殼，所以陳述有強而有力的證據

支持，而且也跟其他媒體報導的較間接的證據吻合，所以可以被

視為真確。 

13 新屋嶺扣留中心位於偏遠位置，在反修例運動中，由 8 月開始，

有被捕人士被送到該扣留中心，後來發生被捕人士在扣留期間受

重傷被送至醫院的事件，同時出現傳聞，指有女性示威者在扣留

期間被性侵犯甚至輪姦。警方在記者會上否認新屋嶺發生性侵的

指控。 

14 相比起 9 月調查題目中的陳述，10 月調查中的傳言較為籠統，難

以全面證實或否證，所以研究設定是沒有正確答案，只看被訪者

相信與否。 

15 三條題目之間的可靠度為 0.63。 

16 偏向運動的正確認知和對運動不利的正確認知有顯著的負相關（r 

= -0.42, p < .001），但在概念上，把兩者結合起來的確代表著被

訪者在整體上有多少正確的認知。 

17 信任度以 0 至 10 分為量表，政治信任的平均值為 2.99，標準差為

3.32，三個信任度問題之間的可靠度為 0.96。 

18 每種參與方式均以 1 或 0 代表。相加之後的變項平均值為 1.09，

標準差為 1.33，五種參與方式之間的可靠度為 0.71。 

19 「本土派」為於雨傘運動前後興起的一個派別標籤。籠統地說，

本土派強調香港人身分和利益優先，追求中港區隔甚至港獨。本

土派支持者較傾向「勇武抗爭」，亦對傳統民主派有所不滿（見

Kaeding, 2017; So & Ip, 2019）。 

20 傳統媒體重要性的平均值為 7.13，標準差為 2.25，兩個組成變項

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40。通訊程式重要性的平均值為 4.83，標準

差為 2.83，兩個組成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42。傳統媒體重要

性的平均值為 3.96，標準差為 3.10，兩個組成變項之間的相關係

數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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